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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政治思想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主流话语中关于主权国家理论的

“表达”与普遍的帝国政治“实践”之间的巨大鸿沟。这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

鸿沟迫使我们反思“民族国家”的概念体系，从而提出用“帝国”这个概念来

重新理解人类历史与现实政治生活。不同于传统意识形态话语中的“帝国”

概念，本文所说的“帝国”乃是一种描述性的社会科学概念，用来描述一种普

遍存在于历史中的超大型政治实体，它既是一种包含内在复杂多样性的稳定秩

序，也是一种追求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哲学思想和政治努力，即不断

［编者按］

“帝国”是对人类历史影响深刻的一种政治体制。以往历史学家对“帝国”的研究，有

的是出于争霸的动因，有的是出于对过去光辉历史的缅怀，有的则是出于对专制体制和殖民

统治的反思。20 世纪末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在全球化

背景中遭遇治理困境，在欧美学界兴起了一次新的“帝国研究”（Empire Studies），呈现出

与传统的“帝国”和“帝国主义”研究相当不同的面貌，试图将讨论重心从民族国家转向新

的超大型政治共同体，并以此奠定新的跨区域、多元性治理与国际秩序新格局的理论基础。

本文作者接续了这样的研究转向，但更为强调我们需要超越欧洲现代意义主权国家视野

的限制，思考超大型政治共同体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作者指出，中国既具有古老的文明形态，

近代以来又不得不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实现现代化；但是，传统的“帝国”概念与“民族—国家”

均不足以描述中国国家形态的复杂性，甚至还可能遮蔽我们对人类政治形态多样性的深刻理

解，以及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想象空间。因而，我们的理论研究迫切需要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

出发，发展出具有主体性的帝国研究视角，以此定位中国自身发展的方向。

鉴于文章在国家形态研究领域的创新意义，本刊以特稿形式刊发。

超大型政治实体的内在逻辑：
             “帝国”与世界秩序 *

强世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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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身形态普遍化到更广阔的时空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帝国”包含了人类

处理普遍主义与特殊多样性的历史技艺，也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变化的动力。

正是建构帝国的努力和帝国之间的竞争推动了人类从散居各地的地方性文明迈

向今天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文明。人类历史既是一部帝国争霸史，也是一部帝

国形态的演变史。当前，人类历史正处在“世界帝国”（the Empire of the 

World）发展和演变的重要历史时刻。唯有从帝国的视角出发，理解帝国在历

史演变中形成的不同形态，我们才能超越主权国家这一意识形态，理解今天中

国在世界帝国的历史演进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

主权“话语”与帝国“实践”的悖论

主权理论是现代政治理论的核心。在西方政治思想谱系中，从文艺复兴到

宗教改革，从科学革命到启蒙运动，西方现代思想史的每一次思想运动都在推

动现代主权国家理论的形成和完善，而围绕主权国家建构形成的社会科学体系

至今仍支配着我们的学科知识分类。中国知识界自晚清以来也经历了一次全面

而彻底的思想转变，开始以近现代西方政治思想来建构和想象世界的政治秩序。

这个世界秩序的理想图景就是所有“文明国家”都作为主权国家平等地参与到

国际秩序的建构中，即所谓的“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从一战时期的“国联”

到二战时期的“联合国”往往被看作是这种国际体系的典范。正是在“主权国

家所构建的国际体系”这一观念框架中，我们思考政治秩序不免会习惯性地以

主权国家与国际社会、“国内”与“外国”这两个概念作为全部问题的出发点，

并由此形成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政治思潮。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奠定了国际关系中的国家主权、国家领土与国家独立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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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实事求是的角度看，这种存在于概念中、书本上的国际秩序乃是

现实生活真实的国际秩序吗？国际秩序是由平等主权国家建构起来的吗？如果

我们回到真实的国际政治实践中，法律意义上的近 200 个主权国家，在实践

中有几个真正拥有完整的主权呢？有多少国家的主权发挥着“帝国”式的强大

影响力，又有多少国家不过是这些帝国的“藩属国”甚至“帝国边疆”或“行

省”呢？在法律规范以及不少人的观念中，全球秩序是以主权国家之间的国际

法来维持的，然而在现实政治中，全球秩序却始终是按照帝国的逻辑运行的。

有些国家（如德国、日本）甚至在法律意义上都未被塑造为主权完整的国家，

其宪法确立的不是国家主权至上，而是国际和平和国际法原则至上。这种法律

规范上的“半主权国家”的根源，在于德国和日本是帝国争霸战争中的战败国。

而有些国家虽然在法律规范上拥有完整、独立的主权，但其现实中的主权已经

被组织到更大的帝国体系中，而这些超国家主权的帝国体系甚至是通过国际法

来建构的，比如“英联邦”、“北约”、“欧盟”。有些国家虽然也是主权国

家，但却可以将其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或者将其国内法延伸到其他主权

国家内，甚至变为国际法，比如美国的海外反腐、“长臂管辖”以及经济制裁

等，更不用说其公然宣扬并操纵的“颜色革命”。事实上，我们在国际关系领

域中讨论诸如“霸权主义”、“第三世界”、“南北问题”、“世界多极化”、

“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概念时，都是围绕帝国问题展开的。

从这个角度看，人类历史无疑是一部帝国争霸史，是一部帝国之间不断

竞争、推动帝国形态从区域性帝国逐渐转向全球性帝国，然后再由全球帝

国之间的争霸进而推动建构“单一世界帝国”（the single empire of the 

world）的历史。今天的全球化既是帝国竞争的产物，又是帝国的一种特殊

形态。纵观整个人类历史，帝国始终是人类政治活动的常规主体，而主权国

家只是近代以来的新生事物。而且，主权国家的政治活动往往是以帝国秩序

为担保的，可以说主权国家秩序乃是一种特殊的帝国形态；离开了对帝国竞

争与建构新型帝国秩序的思考，我们甚至连主权国家这个概念都无法理解。

因此，我们必须从帝国的视角来重新梳理历史，从帝国秩序建构的角度来重

新思考主权国家的建构。

“北约”可以视为一个超国家主权的帝国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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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区域性文明帝国的形成

帝国首先是一种涵盖普天之下的普遍主义思想观念，其次也是一种追求天

下大同的政治实践。这种观念与实践之间向来包含着巨大的内在张力：帝国观

念是普遍主义的，但帝国实践往往局限在特定时空。正是这种张力推动着帝国

的兴衰更迭。

人类文明的源头散布在地球上各个适合于早期人类生存的地理环境中。高

寒地带不适合人类生存，而热带太容易生存也就丧失了推动文明发展的动力，

恰恰是温带地区迫使人类只有通过不断劳动和发明创造才能维持生存。因此，

人类文明普遍发轫于地球上广阔的温带地区。这些文明不断发展，以至于越出

自然地理边界，就形成文明之间的交流和学习、挑战和应战、发展和灭亡。人

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就是这样不断从小的地方性共同体向更大的共同体演进的过

程。这个过程既是一个不同文明之间不断学习、融合的过程中，也是文明之间

冲突征战、挑战与应战中不断合并的过程。

在文明的历史演化中，如果我们可以将“同质性的国家”与“多元一体的

帝国”看成是政治秩序的两种理想类型，那么人类历史就是“国家”与“帝国”

之间不断辩证运动的过程，即同质性的国家之间通过军事征服结合为多元一体

的帝国，而帝国经过漫长的同化整合过程又将多元的帝国秩序压缩为一种同质

性的国家秩序，然后再迈向新的帝国征途。因此，国家与帝国的区分在现实政

治生活中始终是相对的、动态的和连续的。在这个意义上，帝国不仅作为一个

名词来描述现实中的多元状态，又始终作为一个动词来描述“合众为一”、构

筑“一体”的动态过程。

从“帝国”角度看，人类文明史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地球上各个文明不断

在国家与帝国这两种政治形态的辩证运动中演进，并最终整合而形成具有稳定

地理边疆的区域性帝国的过程。正是这种地理上广阔、相对完整和稳定的帝国

滋生出一种普遍主义的帝国意识。所谓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正是以这种

帝国意识为标志：帝国不再是简单的军事征服和政治建构，而成为一种普遍主

义的文明秩序。我们可以把这种具有相对稳定的地理空间与相对连续的文明特

质的帝国形态称之为“区域性文明帝国”。

以中国为例，早期文明在中华大地上呈现出“满天星斗”的状态，经过不

断整合形成了早期局部性部落或部落联盟，或可称之为局部帝国。这些不稳定

的局部帝国在不断竞争中最终形成后来夏商周这些以中原和九州为稳定地理空

间的区域性帝国，而夏商周的帝国建构只有经过孔子的思想对其进行普遍主义

的哲学表达后，才形成持续稳定的政教文明体系。以至于后来秦汉、隋唐和明

清的每一次帝国重建，都是在已有基础上进行的文明更新。

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敏锐地意识到区域性文明帝国的地理与文明基础。他

从全球地理空间角度把整个欧亚大陆分成了以草原游牧为特征的枢纽心脏地区

和以河流、平原和农业为特征的边缘地区。枢纽心脏地带以落后的游牧生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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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为主要的文明形态，边缘地区则被地理环境分割为四个相对高级的、以农业

和商业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文明区域：儒教中华文明区域、印度教南亚文明区域、

伊斯兰教阿拉伯文明区域与基督教欧洲文明区域。我们可以将欧亚大陆的这五

个区域看作是五个相对稳定的区域性文明帝国。这些帝国是依靠地理环境的自

然要素和哲学 / 神学之类的精神要素整合在一起的。在漫长的历史中，虽然具

体的帝国王朝不断兴衰更替，但五个区域性文明帝国的格局基本上保持稳定不

变。直至几千年之后的今天，这五大区域性文明帝国依然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空

间地理和文明形态，这足以看出区域性文明帝国固有的韧性。

全球性殖民帝国的兴起：大陆帝国与海洋帝国的全球竞争

在帝国历史的第一个阶段，五个区域性帝国全部集中在欧亚大陆，而且全

部是大陆帝国文明。在这五个区域性帝国格局中，欧亚大陆边缘的四个帝国拥

有巨大的文明优势，而地处高寒地带的草原帝国则处于文明程度较低的游牧阶

段。然而，草原帝国拥有地缘战略优势，对边缘地带的四大文明帝国始终构成

威胁，尤其是西方基督教帝国一直受到东方伊斯兰帝国和草原帝国的双重挤压。

而伊斯兰帝国之所以能对基督教帝国构成威胁，不仅是因为其宗教和军事的优

势能力，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垄断了与东方印度帝国和中华帝国的海洋贸易，从

而拥有巨大的资源和财富。正是在这一帝国竞争的背景下，基督教帝国才不得

不冒险进入大西洋，试图寻找与东方中华帝国进行商业贸易的海洋通道。哥伦

布航海寻找的就是一条海上丝绸之路以替代陆地上被草原帝国所破坏的“丝绸

之路”，从而打破伊斯兰帝国对东方贸易的垄断。

基督教帝国被迫冒险走向海洋，翻开了人类帝国历史的新一页。一方面，

基督教帝国“发现”并征服了美洲、南部非洲乃至大洋洲等以前未知的领土和

文明，攫取了前所未有的资源。另一方面，地理大发现导致了“全球性殖民帝

国”这种新型帝国形态的出现，即统一的基督教帝国开始分裂为新兴的以主权

国家为母体的新型殖民帝国，而这些殖民帝国之间的竞争推动了基督教文明率

先实现了现代文明的转型，从而使得西方的殖民帝国拥有了对东方传统文明帝

国的压倒性优势。此后，世界历史进入到西方帝国支配全球的历史阶段。地理

大发现推动了西方基督教文明学习东方文明，不仅吸收东方文明在天文、数学、

地理、航海、造船等领域的先进成果，也受到中华文明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

影响。而全球不同民族、文明的出现，本身也在摧毁基督教圣经对普遍历史的

描述。这一切表现为西方理性主义、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兴起，与传统基督

教帝国的瓦解。

地理大发现推动了基督教帝国内部的竞争，各个王国或民族纷纷开展海外

争夺。这种内部的竞争也推动了西方文明整体的理性化进程，各个王国纷纷脱

离基督教帝国向现代主权国家转型，由此形成现代西方政治理论所阐述的以公

民个体权利为主体，通过社会契约来建构同质性的主权 / 民族国家这样的新型

地 理 大 发 现

导致了“全球性殖

民帝国”这种新型

帝国形态的出现，

即统一的基督教

帝国开始分裂为

新兴的以主权国

家为母体的新型

殖民帝国，这些殖

民帝国之间的竞

争推动了基督教

文明率先实现了

现代文明的转型。



22 23

特  稿

政治实体，也形成了协调各个主权 / 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威斯特法利亚体系。

由此，在政治理论中出现了主权国家与帝国这两种政治类型的比较，那些古老

的区域帝国（如中华帝国、印度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等）被看作是

一种代表着过去的传统政治形态，而新兴的欧洲主权国家才是一种代表着未来

的现代政治形态。

然而，新兴的欧洲主权国家在进行海外殖民、建立殖民帝国的过程中，又

建构出新型的帝国体制。不同于传统区域性文明帝国将征服的领土作为帝国内

部的一部分进行治理，殖民帝国形成了主权国家与殖民地内外划分和身份隔离

的新型殖民帝国模式，殖民地作为帝国的一部分仅仅是主权国家获取资源、榨

取利润的基地。帝国中心的民族国家部分采取共和政体，而帝国边缘的殖民地

则采取赤裸裸的专制政体，二者一起构成了殖民帝国的一体两面。因此，欧洲

帝国之间的竞争不仅在于欧洲领土的争夺，更重要的是对海外殖民地的争夺与

重新分配。从威斯特法利亚条约到乌特勒支条约，现代主权国家之间的国际法

体系实际上是现代殖民帝国之间相互争夺并形成临时平衡的产物，它很大程度

上依赖于对殖民地的争夺与重新分配。

如果我们追问，欧洲帝国何以主宰世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作为这些

帝国文明内核的现代民族国家体制。恰恰是欧洲各民族抛弃了传统基督教文明

帝国的形态、抛弃了宗教和道德这些传统文明要素对人的束缚，着眼于人的自

由解放而建构起来的现代民族国家体制，赋予了这些国家新的生活方式以及强

大的经济、政治、文化力量，从而不断在全球开拓殖民地，建立起新的帝国形

态。可以说，西方民族国家是在摆脱旧帝国的同时建立了新帝国，这个新帝国

不仅包括殖民地，也包括国际法体系，是一套殖民地法、国家法和国际法整合

在一起的全新帝国形态，是拥有国家与帝国两副面孔的复合体。威斯特法利亚

基督教帝国被迫冒险走向海洋，翻开了人类帝国历史的新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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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中的主权国家体系的建构始终是以全球殖民帝国体系的构建为前提的。一

个国家只有在殖民帝国的争夺中获得权势，才有资格进入这个主权国家体系中。

正是由于欧洲列强可以在新发现的“自由土地”上随心所欲地展开殖民帝国的

争夺，才维持了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的脆弱平衡。而 19 世纪晚期，随着地理大

发现的结束，欧洲殖民帝国在争夺世界霸权的过程中爆发了世界大战，最终摧

毁了殖民帝国体系，也瓦解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威斯特法利亚体系。

如果我们比较传统的区域性文明帝国与近代的全球性殖民帝国，就会发现

二者在帝国形态上的巨大差异：

其一，区域性文明帝国虽然有潮汐般的兴衰、扩张和收缩，但基本上保

持在相对稳定的地理区域之内；然而新兴殖民帝国的触角则越出欧洲的地理

空间，伸向全球各个大陆，其势力在美洲、非洲和大洋洲乃至古老的亚洲均

未能遇到与其力量相匹敌的阻力，以至于在地理空间上扩张为全球性帝国。

其二，区域性文明帝国在帝国征服中往往追求文明扩展、追求区域内的“大

同”与“和平”；相比之下，全球性殖民帝国从一开始就以商业贸易作为其

主要动力，因此其新征服的地区不是需要治理的领土，而是向宗主国提供原材

料、奴隶与商品输出市场的殖民地。由此，殖民地和奴隶制构成了全球性殖民

帝国的两种基本特征。事实上，基督教帝国之所以顺利演变为殖民帝国，一个

重要原因就在于其早在希腊罗马帝国时期就因为商业贸易而形成的漫长奴隶制

传统。

其三，区域性文明帝国建构形成一个帝国内部相对同质的治理体系，只在

局部边疆地区临时采取不同的治理模式；而全球性殖民帝国从一开始就将殖民

地作为经济榨取的来源，由此形成了内部主权国家与边缘殖民地之间内外严格

区分的现代帝国体系。欧洲的主权国家与殖民帝国在宪制层面，成为两个截然

不同的法律实体。

其四，区域性文明帝国的文明特征促进了区域内种族之间的融合，并形成

文明之下的种族平等，这种文明帝国尽管有种族问题，但种族并不成为帝国建

构的障碍；然而全球性殖民帝国虽然也在文明与野蛮的话语下进行扩张，但由

于殖民帝国始终进行内部民族国家与外部殖民地的严格区分以及公民身份的隔

离，以至于殖民帝国的文明标准始终包含着种族主义的要素。因而，殖民帝国

非但不能促进种族的融合，反而催生出前所未有的种族仇恨与屠杀。殖民帝国

催生的种族主义遗产至今难以消化。

欧洲殖民帝国的兴起无疑是人类帝国历史的第二次大转型，而这个过程始

终与航海发现联系在一起，即率先走向海洋世界的国家也率先开始海外殖民、

建立殖民帝国。因此，欧洲殖民帝国的兴衰历史就展现为迈向海洋、控制海洋、

建立殖民地以及殖民地争夺的历史。西班牙和葡萄牙率先展开了海洋探险并在

海外建立起殖民帝国，这些国家依靠基督教帝国的正统性，率先获得在新发现

的领土中建构全球殖民帝国的正当性。随后兴起的荷兰、英国和法国在争夺殖

民地过程中，就遇到了来自基督教帝国的正当性挑战。事实上，荷兰、英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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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等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实际上就是针对西班牙、葡萄牙及其背后的中世纪

基督教文明帝国。由此，基督教帝国分裂为传统的天主教集团和新兴的新教集

团，而荷兰、英国这些新教帝国在竞争中逐渐取得了对西班牙、葡萄牙这样的

天主教帝国的胜利。

由于陆地与海洋不同的地理条件，欧洲国家在迈向殖民帝国的争霸过程

中，逐渐形成了海洋帝国与大陆帝国两种不同的国家治理与殖民治理模式。

荷兰、英国这些新教帝国发展为以全球贸易为核心的海洋帝国，其内部采取

共和政体，在殖民地治理中致力于实行在主权控制下开展自由商业贸易；而

早期的葡萄牙、西班牙乃至后来的法兰西、德意志和俄罗斯则大体上继承了罗

马帝国 - 基督教帝国的大陆帝国治理形式，即内部治理采取君主制，在殖民

地治理中以专制形式进行掠夺。由此可以看出，欧洲近代思想中关于共和与君

主、商业与领土、自由与专制的思想意识形态对立，实际上都起源于海洋帝国

和大陆帝国模式的对立。这种大陆帝国与海洋帝国面对不同问题形成的不同治

理模式，深刻地影响冷战乃至后冷战以来的世界格局。

全球性殖民帝国的兴起加剧了帝国之间的竞争，而激烈的帝国竞争也急速

地推动着现代科技、知识和观念的变革，从而导致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这场在

全球范围内展开的帝国竞争一方面是欧洲内部诸殖民帝国之间的竞争，但另一

方面随着欧洲现代文明在全球的传播，其他传统帝国也被激发起来学习西方，

并通过自身的改革参与到这场竞争中。德意志帝国和沙皇帝国就是在这种背景

下开始转向殖民帝国，从而加入到全球帝国竞争中。类似地，地处中华帝国体

系海洋边缘的日本率先“脱亚入欧”，转向海洋世界，将自己建构为殖民帝国

并加入到全球殖民帝国的竞争中。两次世界大战就是所有的全球性殖民帝国对

建构最终称霸全球的“单一世界帝国”的血腥争夺。

“世界帝国”第一版：从英国到美国

19 世纪晚期到 20 世纪初期，随着愈演愈烈的帝国竞争，帝国的形态也

发生着转变。一方面，在诸多全球性帝国的竞争中，出现了一个殖民地遍布全

球、能够主导世界商业贸易、并能调控和维持欧洲诸多殖民帝国平衡的“世界

帝国”，即英国在维多利亚时代建构起来的“日不落帝国”。另一方面，这种

世界帝国的帝国治理模式也在不断升级和转变，即不再单纯依赖对殖民地的掠

夺，而是着眼于在科技和金融主导下对其经济命脉的控制。然而，恰恰是这种

新的帝国治理模式推动了帝国在殖民地治理中赋予后者越来越大的自主权，殖

民地甚至出现与宗主国合并的倾向。英联邦体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

这种新型帝国治理模式的出现，引发了殖民帝国内部关于“旧帝国”与“新

帝国”、“殖民帝国”与“自由帝国”、“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辩论。

正是霍布森和列宁在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批判中，传统的殖民帝国被贴上了

“殖民主义”的标签，而“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则专门被用于指称大英帝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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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的这种新型帝国，即没有殖民地的殖民主义。这种新型帝国的出现意味着

帝国的扩张不再依赖领土的占领，而是依赖科技霸权、金融控制和国际法的维

持——尤其是国际法不再是殖民帝国时代的国际公法，而是渗透到各个国家的

商业、贸易、金融等私法领域。在这个意义上，只要控制了全球的科技、货币

和贸易，一个主权国家也能建构起“世界帝国”。这恰恰是英美主导的世界帝

国模式。

两次世界大战将世界帝国的建构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之所以称

之为“世界大战”，不仅是因为全世界所有力量都被卷入其中，而且意味着诸

多全球性殖民帝国都在围绕“世界帝国”的建构展开争夺，而二战后形成的两

大阵营的冷战实际上是两种“世界帝国”模式之间的竞争：一种是美国继承了

大英帝国晚期发展起来的“帝国主义”的新帝国模式，只不过用美元取代了英镑，

而日本、西欧对于美国而言就类似于大英帝国的“自治领地”；另一种就是苏

联依赖共同的共产主义信仰以及共产党组织在各加盟共和国之间形成的稳定的

政治联盟。这两种世界帝国建构模式在意识形态上分别被贴上“自由主义 / 帝

国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标签，在价值形态上形成“自由”与“平等”的区

别，而在帝国传统中，它们依然是海洋帝国与大陆帝国的区别，两种帝国的支

配性力量分别是商业贸易与共同体道德。

由于我们对“帝国”这个概念的理解要么局限在古典的区域性文明帝国的

想象中，要么局限在对现代全球性殖民帝国的批判中，以至于当新型的“世界

帝国”出现后，反而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特殊的帝国形态。苏联帝国往往被批

判为一个渴望领土和霸权的传统帝国，而没有看到这种帝国与传统帝国的不同

地方在于其共产主义理想包含着强烈的革命与解放的信念，从而建构单一世界

帝国的努力。而英美缔造的世界帝国由于依赖货币、商业体系和国际条约体系，

英国在维多利亚时代建构了全球帝国的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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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往往忽略其中新型帝国的建构意味，很容易将其理解为旧的殖民帝国在经

历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形成主权国家之后，平等地加入到国际体系中。我们只

看到联合国这种名义上代表主权国家之间平等的国际体系，而忽视了联合国本

身乃是世界帝国建构的结果，而且是世界帝国建构进程中的一个斗争场域。冷

战结束后，美国抛开联合国乃至国际条约的单边主义，恰恰表明美国主导的“世

界帝国”建构已经完成；今天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都处在美国主导的“世

界帝国”体系中。美国基于国内法而采取的经济制裁之所以能够产生巨大效力，

正是由于这个世界被组织进了唯一的“世界帝国”秩序中。

因此，“冷战”的结束之所以被看作是“历史的终结”，与其从意识形态

上来理解，不如从“世界帝国”的角度来理解更为准确。美国在冷战后主导的

“全球化”，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战略上，都是在推动美国的“帝国化”、建

构单一的世界帝国。这在西方语境中往往被称为“新罗马帝国”。从此，任何

国家都不可能离开全球贸易以及由此形成的自由、法治和民主的体制。每个国

家无论是否愿意，都必然要卷入到世界帝国的建构进程中。国人常说的所谓“历

史三峡”，其实质也是走向“历史终结”与“世界帝国”的过程。可以说，今

天我们所面临的全球化就是“单一世界帝国”的第一版，即从大英帝国到美利

坚帝国所塑造的世界帝国模式。从此以后，世界各国都必须在自由、法治和民

主的世界帝国秩序中追求各自的发展模式。

目前，美国在维持世界帝国上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尤其是来自俄罗斯的抵

抗和中国的竞争。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竞争是在世界帝国体系内展开的竞

争，是“世界帝国”形成之后争夺帝国经济和政治主导权的斗争，实际上也可

以理解为争夺世界帝国首都中心的斗争。这种斗争可能导致世界帝国体系的崩

溃或解体，可能导致世界帝国首都权力的转移，甚至导致世界帝国体系的重构，

但它绝不可能退回到历史上各自为政的区域性文明帝国时代。尽管亨庭顿将后

冷战时代的世界格局理解为“文明的冲突”，且这种文明冲突与历史上的区域

性文明帝国在地理分布上有所重合，但我们绝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所谓“文

明的冲突”不过是世界帝国内部的反叛，它必然是在今天“世界帝国”的体系

中展开的，也必然要在技术、商业贸易和自由、法治之类“历史终结”的普遍

主义哲学叙述中展开。因此，未来的世界只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向前并加以重

构，而无法彻底将此加以颠覆，除非整个世界退回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所建

构的世界帝国。

结 语

20 世纪以来，步入世界帝国已是人类的必然命运。无论对其怀着“永久

和平”或共产主义的期望，还是对技术、经济和政治霸权的批判和担忧，我们

都无法逃避世界帝国时代的到来。如果说世界帝国的形成源于区域性文明帝国

之间的竞争，那么今天的世界帝国第一版就是西方基督教文明所塑造的世界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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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模式。它有着无法解决的三大困境：经济自由化带来的日益加深的不平等，

政治自由化带来的国家失败、政治衰败与治理失效，以及文化自由化带来的堕

落、虚无。面对这些困境，连美国自己也在全球战略上有所退缩，这意味着世

界帝国的第一版正面临巨大危机，帝国内部的反叛、抗议或革命都在瓦解着这

一体系。

世界帝国的形成彻底改变了以往流行的基于国内政治所形成的左派与右派

的政治意识形态划分，这在美国和欧洲的竞争性选举中能够清楚地看出。原来

主张自由市场的右派在转向民粹派，而左派却变成了维护全球既得利益的建制

派。这种意识形态倒错恰恰反映了世界帝国在今天的危机，即没有一种政治主

张能够解决其面临的三大困境。可以说，我们今天正处在世界帝国第一版面临

失效并趋于崩溃，而第二版的构思还尚未到来的混乱、冲突和巨变中的时代。

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帝国形态的转换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人类历

史几千年才推动帝国形态发生三次巨大转变，而且每次转变必然伴随着巨大的

冲突和混乱。但是，我们不可否认这个历史性转折时代也为各个文明带来了建

构世界帝国第二版的机会。哪种文明能够真正解决世界帝国第一版所面临的三

大困境，就能为世界帝国的第二版绘制新的蓝图。中国作为一个无法独善其身

的世界性大国，必须在这一背景下思考自己的未来，其重要任务不仅在于复兴

传统文明，更要耐心地消化整个人类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建构世界帝国的技艺

和成就。唯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将中华文明的重构与世界秩序的重构作为一个相

互促进的整体来思考。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

注释：

* 本文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课题“帝国整合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编号：

ZK2018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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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empires to modern colonial empires, empires used to play 

a crucial role in history. In spite of today’s predominant discourse of 

nation-state, the author indicates that the logic of empire is still shaping 

world order profoundly.

Cover Story: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Party-Government Bureaucracy: The Cor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Governance

Bureaucracy is often criticized as being inefficient, inflexible and 

dehumanizing. However, China’s governance system – dubbed as the 

party-government bureaucracy by the author – has overcome the defects 

of traditional bureaucracy with lofty ideals, flexible organizations and 

high efficiency. This system is a contribution to the governance of an 

increasingly fluid (post)modern society.

Agent Structure in Governance System: A Xian-Level Perspective

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t agents and agent structure in Xian-

Level governance, the article depicts a vivid picture of China’s grass-

roots political life. The micro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prevalence of 

personal relation has eroded local governance, and it is critical to 

rebuild the credibility of local officers and to reestablish local political 

order.

Formalism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Reflection on Department 

Relations in Township Governments

The heavy workload of China’s township governments has led to 

increasing complaints and formalism. The problem resides in that the 

superior governments assign excessive amounts of obligatory political 

tasks to local governments, yet keep the corresponding resources and 

power to themselves, which makes the local governments overburdened.

Governance Experience in Poverty Relief System

China’s poverty relief system is determined by the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While successfully combining the efficiency of Socialist 

centralism and the dynamism of market economy, the system also has 

the problem of shortsightedness and lengthy permitt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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